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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对晚清若干经济思想史文献的辨误

叶世昌
(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本文旨在说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要注意考证工作。有些文献中可能存在某

些错误。例如魏源等曾将王瑬的名字写错，近来还有此种情况发生; 郑观应曾将自己部分著作的出版时

间作了不实的介绍，他多次论述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史，都不准确; 还有其他文献中的例子。
［关键词］ 王瑬 郑观应 马建忠 钟天纬 容闳

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要根据研究对象的论著进行分析，作出恰当的述评。其前提是对研究对象

的文献的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以及文献整理者对文献校勘是否正确等作出正确的判断，

有时就需要进行辨误。本文所举的例子都源自晚清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文献，故在标题中予以限定。

一、王瑬或误为王鎏

王瑬，原名仲鎏，字子兼、亮生，以主张行钞而著名。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年) 魏源在《圣武记》
中曾批评王瑬的货币主张，称他为“吴县诸生王鎏”。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年) 出版的盛康编的《皇

朝经世文续编》卷六○收有王瑬的文章，也署名为“王鎏”。但葛士濬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

八收王瑬的文章，则署名无误。笔者于 1963 年出版的《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一书中曾

为王瑬正名。该书第 73 页注①说:“许多著作把王瑬误作王鎏。道光十一年( 1831 ) 刊本《钞币刍

言》，十七年刊本《钱币刍言》、《壑舟园初稿》，都印有‘王瑬( 原名仲鎏) 亮生著’等字样。这三本书

都在王瑬生前刊行，正确性不容置疑。魏源在《军储篇三》( 《圣武记》卷十四) 中第一个将王瑬误

作王鎏，以致后来以讹传讹。”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研究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一般都已注意到王

瑬名字的正确写法。但有时亦出现错误，如 2003 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录、索引》卷即是

一例。《续修四库全书》收有王瑬的《四书地理考》和《钱币刍言》、《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

续》两种。书是影印本，作者名字自然是“王瑬”，总目录也没有错，仍是“王瑬”，但在索引中却将

“王瑬”误为“王鎏”，未曾校出。作为这样一部以“四库全书”为名的丛书，出此错误，令人惋惜。

二、郑观应著作辨误

郑观应著作宏富，《盛世危言》的版本复杂，不同的版本内容不尽相同。夏东元教授对郑著作

了精心的校勘、整理，编成《郑观应集》上、下册出版，对《盛世危言》的整理贡献尤大。笔者从此书

中得益非浅。
在《郑观应集》出版前，笔者已发现郑观应自述的《救时揭要》、《易言》的出版时间有误。郑观

应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中说:“溯自同治元年，承江苏善士余莲村先生改正( 文稿) ，即付

手民，名曰《救时揭要》。先传至日本，即行翻刻。同治十年，又将续集分上、下本，名曰《易言》，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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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香港印务局王子潜广文参校，不期亦付手民，风行日、韩。光绪元年遂倩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

删定，亦名《易言》，印数百部，分赠诸友。光绪十九年续集尤多。迭请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部郎、吴
瀚涛大令、杨然青茂才同为参订，改名《盛世危言》。”①

在《凡例》中，郑观应说自己于同治元年( 1862 年) 出版《救时揭要》。当时郑观应只有 21 岁，

还是一个到上海不久、正在学习经商知识和英文的青年，能撰写并出版著作吗? 《救时揭要》中有

余治( 即余莲村) 的《序》、郑观应的《自序》和洁瑛氏的《跋》，所标时间都是同治十一年冬至。《救

时揭要》又写明是同治癸酉( 十二年) 仲春刻。从内容看，也可证明是同治十一年所写，如《痛亡者

无归论》中提到法兰西“前两年与布国争锋”，即普法战争。普法战争是 1870 年的事，两年以后正

是同治十一年，即是郑观应写此文的时间。以上证据说明《救时揭要》只能出版于同治十二年，《凡

例》中将该书的出版时间提前了 11 年。
同治十二年才出版《救时揭要》，则同治十年在香港出版《易言》上、下本之说也显然有误。该

书有郑观应的《自序》，所署写序的时间为光绪元年( 1875 年) 中秋。但王韬所写的《跋》，则署写作

时间为光绪六年中元节( 七月十五日) 。由此可认定由王韬在香港代为出版的《易言》上、下本出版

于光绪六年，《凡例》中将该书的出版时间提前了 9 年。而郑观应《自序》则将写序时间署为“光绪

元年暮春之初”，其可靠性也值得怀疑。当时肯定还没有完成《易言》全书。例如《易言·论边防》
中提到，日本“胁琉球而为附庸，近且夷之为县，改号冲绳”。这是光绪五年的事。说明《论边防》最

早只能写于光绪五年。光绪元年书稿还没有完成，但《自序》却已写好了，也不符合常规。
发现以上这些问题后，笔者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当时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友人吴修艺，请他利用

工作之便，进一步查阅有关资料，写一篇考证性文章。吴君不负所托，很快写成了一篇《〈救时揭

要〉〈易言〉〈盛世危言〉成书考》，经我稍作修改后以两人署名投寄《历史学》刊物。等了几个月，在

该刊第 4 期( 1979 年) 刊出。
郑观应有关经济的论文，笔者发现的一处重要错误是关于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的历史，如以此

作为史料使用就会犯以讹传讹的错误。《易言·论铸银》第一段说:“洋银之入中华也，自乾隆年间

始，名曰洋钱。但制度不同，式样各异，初亦不甚通行。自立约通商以来，凡洋人履迹所经，无论通

邑穷乡，通用洋钱，而中国纹银反形窒碍。非以其便于行旅携带，商贾贸易只须辨其真伪乎?”继出

的《易言》二十篇本中，《论铸银》改题目为《铸银》。第一段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将其中最后一句省

略为:“非以其便于携带，易于辨伪乎?”
到《盛世危言·铸银》中，此段文字则修改、扩充为:“洋银之入中国，自乾隆间始，式样各异，制

度不同，初亦不甚通行。立约通商以来，销流始广，凡洋人履迹所至，无论通都大邑，僻壤穷乡，通用

洋钱，而中国纹银反形窒碍。其故何也? 盖洋钱大者重七钱二分，小者递减，以至一角、五分。市肆

可以平行，无折扣之损; 囊橐便于携带，无笨重之虞。较之纹银，实属简便。纹银大者为元宝，小者

为锭，或重百两，或重五十两，以至二三两。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颇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

色，有库平、湘平之异，漕平、规平之殊。畸重畸轻，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若洋钱则一圆有

一圆之数，百圆有百圆之数，即穷乡僻壤亦不能勒价居奇，此民间所以称便也。”
以上论铸银的共同错误有二: 一是洋钱流入中国始于乾隆年间，二是中国通行洋钱在中外立约

通商以后。实际情况是洋钱在明末就已流入中国，并开始在中国流通。康熙十五年( 1676 年) 任江

宁巡抚的慕天颜曾奏请开放海禁，指出在禁海以前的“顺治六七年间……见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

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一禁海之后，而此等银钱，绝迹不见一

文”。② 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后，外国银元又继续流入，乾隆时使用洋钱已比较普遍。《清朝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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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集》上册，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38 页。
慕天颜:《请开海禁疏》，《清经世文编》卷二六。



通考·钱币四》乾隆十年按:“至于福建 、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凡荷兰、佛郎机( 西班

牙) 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圆计。”道光九年( 1829 年) 道光帝谕军机大臣等: “朕闻外洋夷钱，

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

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①以上资料都说明郑观应对洋钱在中国

流通的时间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能以他的说法为据。

三、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辨误

《适可斋记言》是研究马建忠经济思想的主要文献，其中的文章每篇都注有写作时间，这是马

建忠自己加上的。但因为不是撰文时所加，而是事后的追记，故难免产生错误。
《适可斋记言》卷二《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所记撰写时间为丁丑( 光绪三年) 夏。文中说:

“四月以来，政治学院工课甚紧，考期伊迩，无暇将日记缮录呈上。郭星使于四月下旬至法，五月初

呈国书札，忠兼办翻译事务，并承多加薪水。”②郭星使即郭嵩焘。如果此文是光绪三年所写，则表

明郭嵩焘于光绪三年任出使法国大臣，四月到法国履任，五月向法国呈递国书。但郭嵩焘于光绪元

年被派为出使英国大臣，想求免未成，迟至二年十月才成行。四年郭嵩焘兼出使法国大臣，同年召

回。既然郭嵩焘于光绪四年才兼出使法国大臣，则上述郭嵩焘的法国之行只能在光绪四年，马建忠

的《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也只能是光绪四年所写，而非光绪三年。
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的文末，马建忠还加有“自记”:“原稿已佚，曾劼刚袭侯激赏此作，

载入《使英法日记》中，爰录存之。”③原来这篇文章是从曾纪泽的《日记》中重新抄录补成的。查

《曾纪泽遗集》中的《日记》卷一，光绪四年九月初八日记有此文，最后说:“闻建忠年才二十有六，精

通法文，而华文函启亦颇通畅，洵英才也。爰取原函，稍加润饰而录存之。”④实际上《日记》中所录

的马建忠文同《适可斋记言》中的《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文字略有差异，其中既有曾纪泽的“稍

加润饰”，还可能有马建忠的再修改，不是简单地据《日记》“录存之”。而且《日记》中没有关于郭

嵩焘的一段记载，这只能是马建忠自己重新补上的。虽然两文有一些差异，但曾纪泽的《日记》仍

可以作为《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写于光绪四年的一个旁证。
《适可斋记言》卷三《上李伯相覆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其中有马建忠对于筹水师经费的

建议。所记该文撰写时间为辛巳( 光绪七年) 冬。这个年份是否正确，先要知道何如璋在何时奏设

水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可以查到光绪八年九月二十日( 1882 年 10 月 31 日) ，翰林院侍讲

学士何如璋奏“为海防关系大局请酌定经制力整水师以规久远而收实效”折。⑤ 何如璋原奏时间是

光绪八年九月，则马建忠的上李鸿章书最快也只能是光绪八年冬，所以书中所定的写作时间为光绪

七年也是错的，比实际时间提前了一年。
除写作时间有误外，还有文字的问题。整顿水师所需的巨额经费，马建忠在文中提出四条筹款

办法。其中第三条为鼓铸银钱，发行纸币，参用金币。关于鼓铸银钱，马建忠说: “中国以银锭为

币，平色不一，今若仿效西藏鼓铸银钱之例，由官自铸大小银钱，凡一切关税、赋课、拨解款项，均以

银钱兑纳，约可岁省平余、火耗至少二三百万，而熔铸渗铜之盈余有不计也。”⑥他说的是“仿效西藏

鼓铸银钱之例”( 《续修四库全书》本《适可斋记言》可证) ，但中华书局 1960 年版将“藏”字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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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宗实录》卷一六三，光绪九年十二月丙子。
③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北京: 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8、32 页。
《曾纪泽遗集》，长沙: 岳麓书社，1983 年，第 340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 03 － 9386 － 050，光绪八年九月二十日何如璋奏。
马建忠:《上李伯相覆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适可斋记言》，北京: 中华书局，1960 年，第 70 页。该版将“西藏”改为

“西洋”;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中不改“藏”字，但加注说“此处‘西藏’应为‘西

洋’之误”( 第 202 页) 。两书均误，“藏”字不是错字。



“洋”字，此句成为“仿效西洋鼓铸银钱之例”。辽宁出版社 1994 年版的《采西学议》，系冯桂芬《校

邠庐抗议》和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的合编本。该书不改“仿效西藏鼓铸银钱之例”中的“藏”字，但

对“西藏”加注说:“此处‘西藏’应为‘西洋’之误。”仍把“藏”字作为误字对待。在这些版本的影响

下，有些文章就说马建忠主张学习西方铸造银元。当然，马建忠不会反对学习西方铸造银元，但当

时他说的原话却是仿西藏之例，他这样说可能是为了避免给顽固派有反对铸银钱的借口( 到光绪

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订购银元机器自铸银元，上谕还说“至所称兼铸银圆一节，事关创始，未

便率尔兴办，着听候谕旨遵行”①，可见自铸银钱阻力之大) 。中华书局、辽宁出版社的有关编者不

知道清政府早在乾隆五十八年( 1793 年) 就开始在西藏鼓铸乾隆宝藏银钱，并且一直在当地通行，

以致视“藏”为错字，导致误改。“藏”、“洋”虽只一字之差，但属于关键字，应该去伪存真。

四、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撰写年份辨误

钟天纬的论文集《刖足集》，分内篇和外篇，是钟天纬死后由其子女先后编成出版的。《扩充商务

十条》一文编入《刖足集外篇》。这是反映钟天纬重要经济思想的文献之一，但对此文的写作时间却存

在着不同的观点。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刖足集外篇》所附的《钟鹤笙征君年谱》。《年谱》“光绪十二

年”条有以下文字:“秋，作羊城之游，主费君守梅处。时张树声制军督粤，君条陈十事上之，不报。留

三阅月，无所遇而返。”这条年谱肯定有误，因光绪十二年两广总督是张之洞，而不是张树声。这里或

者是把张之洞误成了张树声，或者是把钟天纬去广州的年份推迟了。笔者据《扩充商务十条》中的第

二条“合公司”所述的内容，认为《年谱》中的“张树声”没有错，错的是钟天纬去广州的时间。笔者在

旧著《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有注说:“《钟鹤笙征君年谱》说钟天纬于光绪十二年游广州，向两广总

督张树声条陈十事，‘无所遇而返’。但张树声于光绪十年四月即病免，可见游广州的时间最晚在光绪

十年。《扩充商务十条》当即上张树声的条陈，其中有‘去岁沪市倾倒银号多家，十室九空’，这是光绪

八年底的事。故可以肯定钟天纬于光绪九年游广州，以《扩充商务十条》上张树声。”②

近读薛毓良先生的《钟天纬传》，其中有《〈扩充商务十条〉呈递给谁?》一文。③ 他也同意《扩充

商务十条》不是光绪十二年所写，但认为应是光绪十年，上书对象是张之洞。理由主要有二: 其一，

这次沪市金融风潮起于光绪八年底，盛于光绪九年，“故一般史书均将此称为‘1883 年金融风潮’。
因此，钟天纬撰写《扩充商务十条》的时间可能在光绪十年，即 1884 年”。其二，葛士濬编《皇朝经

世文续编》收有《扩充商务十条》一文，且注明“上南皮制军”( 叶按: 原文是“上南皮张制军”) 。“而

钟天纬对葛士濬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的过程及内容十分清楚。1888 年，钟天纬受盛宣怀委托，

就编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一事专门拜访过葛士濬。钟向盛汇报，‘葛编’已委托‘图书集成局用铅

字摆印’，并说‘见其样本草率，将来不能广销也’……由此可见，‘葛编’在正式刊行之前，钟天纬已

经仔细读过……故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的标注‘上南皮制军’，是钟认可的。”
笔者认为以上理由还不足以推翻笔者的《扩充商务十条》写于光绪九年说，理由如下:

所谓“1883 年金融风潮”，亦称“倒账风潮”。按夏历计算，1883 年是从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起至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三日止，包括光绪八年底的时间在内。但这次风潮实际产生的时间更早，

在光绪八年上半年就已开始，非“1883 年”所能包括。这次风潮是上海股市危机的延续。上海股市

危机开始于光绪八年八月，该月是上海股市由牛市变为熊市的转折点。到十二月初，北市开设多年

的金嘉记丝栈倒闭，亏欠银 50 余万两，钱庄被累及者 40 家; 南市巨顺亨票号倒闭，亏欠银 10 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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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① 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申报·倒账又闻》载:“今年南北两市之汇划钱庄有遭倒账而累倒

者，有虽遭倒账而尚可支持者。总计各钱庄被倒之银，上半年约四十余万两，自十一月初迄今，约一

百五六十万两。”光绪九年正月初五日，南市钱庄开业的有 22 家，比上年少一半; 北市钱庄开业的

有 35 家，只有上年的三分之一。② 九年十一月，则有阜康钱庄倒闭，胡光墉破产。十年正月开市，

北市钱庄有 40 家左右，南市只有 11 家。③ 由此可见，光绪八年和九年上海的钱庄都处境不妙，那

么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中说的是哪一次呢? 还是两次都包括呢?

为了确定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的撰写年份，需要更多地引录其中的关键性文字。钟天纬

说:“中国近年开矿，争设公司。去岁沪市倾倒银号④多家，十室九空，均受其累，至今视为厉阶。再

欲纠股集资，虑无不掩耳而走。此其故，由于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纠股

者只须禀请大宪，给示招徕，刊一章程，绘一图说，海市蜃楼，全凭臆造。各股东亦不究其矿在何处，

矿质若何，本无置产业贻子孙之心，不过以股票为居奇之计，卖买空盘，宛同赌博，宜其一败涂地

也。”这段文字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钱庄倒闭。“去岁沪市倾倒银号多家，十室九空，均受其累，至今视为厉阶”。“去岁”是单

数，只能指某一年，从以上所说钱庄的倒闭情况，只能是光绪八年。如果此文写于光绪十年，就不能

只说“去岁”，而应说“前两年沪市倾倒银号多家”。光绪九年十一月阜康钱庄倒闭，是一件震动清

廷的大事，上谕称:“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项及各处存款，为数甚巨。该号商、江西候补道胡

光墉着先行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处公私等款，赶紧逐一清理。”⑤对

于这样一个钱庄倒闭、影响大局的事件，钟天纬文中毫无反映，说明他撰写《扩充商务十条》时阜康

钱庄倒闭之事尚未发生。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扩充商务十条》只能写于光绪九年。
二是股市危机。光绪八年八月以后，上海股市进入了危机时期。上引钟天纬所说的“去岁沪

市倾倒银号多家，十室九空，均受其累，至今视为厉阶”，就是他论股市危机的组成部分。光绪九年

本是讨论股市危机的高潮时期，以《申报》为例，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发表《股分长( 涨) 跌无常说》，

九月十九日发表《论市面清淡之由》，九月二十一日发表《中国股分极宜整顿说》，十月初二日发表

《论买卖股票之弊》，十月初五日发表《论中国公司之难》，十月初六日发表《股票问答》，十一月初

七日发表《论沪市衰象》，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中西公司异同说》，十二月初三日发表《中西公司异

同续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综论沪市情形》。以十月初六日的《股票问答》为例，其中说: “人

情喜新厌故，自各矿招股，而买者纷纷，举国若狂，几成风气。试执而问之，皆茫然不知开矿之法与

获利之道者也。事始于前年，而最盛乃在去岁……闻股票买卖，竟有专作生意，如洋货、烟土、丝茶

等掮客者，甚而打听涨落，日逐报价，兜收囤积，悬空抛赌，宛然钱市之空盘。及夏秋之交，又有大作

此业者。余至是始决知矿务之坏，而窃叹中国之于西法，仅仅仿效其皮毛，而不究详其底里，徒扰攘

于市井，而不揣西人之笑我也……夫买卖不纷则股不易集，股不易集则矿亦不多。今因买卖之纷，

而后无实在家资者亦愿附股，摒挡借贷，皆所不恤。以其银不搁煞，出入由我，不问矿之兴旺，但冀

票之涨价。旬日之间，利可倍本，何乐不为。又因销票之易，而后禀请开矿者愈多，天下何处非矿，

即无矿不有土人开采。今指一地而曰岁出若干，吾以机器行之，出且倍蓰，于是拟章禀请，奉批开

局。人见中堂之准之也，而又知总办之为某观察某太守也，以为其事可信矣……集股既易，开矿既

多，公正真实者居其半，而志不在矿，借端招摇者亦杂出其间，安得不坏耶。闻各矿经事之人，先则

张扬矿苗之美，利可操券，广行酬应，结交殷富。外间盼望股票之出，惟恐不得，而彼自匿大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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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飞涨，乃渐托知交暗中出售，值百金者已多卖数十金。继而矿中寂无消息，兴办无期，有股者疑虑

百端，争相贬价，忽而大跌，彼乃逐渐收回。一转移间，赢余可十万。而此后外间并无股票，即矿终

不开，无人饶舌。此等伎俩，直与诓骗无异。”①将钱庄倒闭和股市危机联系起来的还有《字林沪

报》，在光绪九年十月初二日的《论市面之败宜官为维持》一文中说: “自去岁矿务及各公司大兴广

招股份，忽然搁起银数百万两，而支绌情形乃昭然显露矣……乃今所收股银，大抵皆钱庄汇划之银，

平时存放与人有收回之日，一入各公司股份，永无可提之日矣。”②以上这些文章及《股票问答》论点

摘录，都可作为钟天纬关于股市危机的论述写于光绪九年的旁证。
除以上两点外，我们还可以对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的撰写作一推论。《钟鹤笙征君年谱》虽

然将钟天纬去广州的时间搞错了，但决不会搞错他在广州受到了谁的冷遇。钟天纬对这一遭遇心

存不满自是意料中事，一定会同家人谈起过，《年谱》的作者或年谱资料的提供者一定知道钟天纬

受到张树声的冷遇，因此《年谱》对钟天纬去广东的时间可能记错，而对冷遇钟天纬的人是谁则绝

不会记错: 这人是张树声，而不是张之洞。
总之，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从内容看，定它的撰写时间是光绪九年，证据确凿，毫无疑问。

这里还可分析一下盛宣怀为什么要委托钟天纬去拜访葛士濬。原来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在葛士濬

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之前，就已在编一部《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宣怀亦参加，但进度不快，到光绪

十四年尚未完成。而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的进度却很快，他在光绪十四年六月写的《皇朝

经世文续编例言》中说: “是编经始丙戌四月，至丁亥十月而稿定，自后略有增减，以戊子四月为

断。”即光绪十二年四月开始编书，十三年十月定稿，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 后仍有小修小补，至

光绪十四年四月不再改动。葛士濬于同年六月写成《例言》，其中还提到“盛编迄今未出”，葛编“后

或可备阳湖葑菲之采”( 盛家是江苏阳湖人，阳湖今属常州) ，即表示可供盛康编书的参考。盛宣怀

需要了解葛士濬编书的情况，所以在光绪十四年委托钟天纬去拜访葛士濬。盛、葛双方在编同一书

名之书，在刊行以前，绝不会将己方的编书情况无保留地告诉对方。故葛、钟的交谈不会坦率，如钟

天纬回去向盛宣怀表示“样本草率，将来不能广销”的话，在葛士濬面前就不会吐露，而对盛宣怀来

说，却是一个好消息。书稿多至 120 卷，钟天纬的一次摸底访问，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全部书

稿“仔细读过”。他在看样本时不一定注意到自己的《扩充商务十条》多加了“上南皮张制军”六

字，即使注意到并向葛提出，因版已排定，葛士濬也未必会去改正。《扩充商务十条》标题下横添

“上南皮张制军”六字，也许正是钟天纬所说的“样本草率”的一个实际例子。
笔者认为，葛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中的《扩充商务十条》所附“上南皮张制军”等字是葛士濬

的编辑班子所妄加的，非钟文所原有。后来以钟天纬之女镜芙为主而编成的《刖足集外篇》，其中

的《扩充商务十条》稿有可能是家藏的，也有可能取自葛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如果是后者，但去

掉其中“上南皮张制军”等字，这应是有意为之，以表示对“上南皮张制军”之说的否定。

五、容闳《西学东渐记》建议办银行事辨误

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年) ，中国自办银行的思想进入了实施阶段，提出办银行及拟订银行章程

的人不少，江苏侯补道容闳也是其一。他在《西学东渐记》记述了自己的有关活动，以下先摘引其

中的开始部分:

一八九六年……予又得一策，拟游说中央政府，于北京设立一国家银行。因欲为此条
陈之预备，乃先将国家银行律及其他有关系之法律，由一八七五年美国订正之法律中译为
汉文。并聘一中国文士，助予合译……译事既毕，乃怀译本入京，并携一中国书记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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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京遇予之旧友张荫桓君……邀予寓其家，寄榻于此凡数月。此时张荫桓身兼二职，一为
总理衙门( 即外交部) 大臣，一为户部( 后改度支部) 左侍郎。而户部尚书则为翁同龢，光
绪帝之师傅也。张见予之国家银行计画，极为注意。将予译本详细参阅，加以评断……予
如其教，斟酌损益后，乃上之户部尚书翁同龢。翁与张意见相同，亦甚以为善，遂以遍示部
中同僚，征求意见。数星期后，部中重要之数大员咸来予寓，对于予之条陈赞赏不置，谓此
事即当奏之清廷云。不数日，遂以予之国家银行计画，拟成奏折，由张荫桓署名，翁同龢则
从中赞助焉。①

光绪二十二年，容闳确曾拟有《请创办银行章程》，包括银行总纲 4 条、总行章程 12 条、分行章程 24
条，还有《续拟银行条陈》。这些章程和条陈后来被收入《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 下) 。在盛宣怀

的档案中，也保存有容闳所拟的银行章程。②

张荫桓是否上奏过容闳的国家银行计划? 当时报纸上确有过上奏的消息。如《中西日报》载

有《议设银行》，其中说:“现闻朝廷准许筠庵都宪、张樵野侍郎所奏议，在北京开创皇家总银行，而

分支于通商各口岸，此诚中国振兴之机也。而究乎是行所由设，则容君纯甫、陈君晓云二人预有力

矣。”③文中的许筠庵即许应骙，张樵野即张荫桓，容纯甫即容闳，陈晓云即济安洋面保险公司司理

陈 勋。陈 勋所拟银行章程中，取银行名为“中国皇家宝源汇理银行”④，和容闳所拟不同。容闳

的自述中没有提及陈 勋，只说他自己的建议由张荫桓署名上奏。但笔者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的清代档案，没有发现许应骙、张荫桓上过设银行的奏折。
至于翁同龢，也没有支持容闳建议的表现。查《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提到容闳的只

有以下两条。四月初三日:“江苏候补道容闳纯甫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然谈银行颇得要。”六月

十四日:“( 许筠庵) 又于银行曰，此当急办，容闳可用。”⑤由此可见，翁同龢虽然认为容闳懂银行，

但并未有“从中赞助”之意。
现在再看容闳的后续记载:

此事既有端绪，旋即着手进行，派委员，购地址。予则受户部之委任，将赴美国，向美
国财政部商酌此事，并调查设立国家银行最良之方法。户部奏折，亦邀清廷批准。部署初
定，乃忽横生枝节，有为张荫桓及发起诸人意料所不及者。先是有中国电报局总办兼上海
招商局总办□□□( 盛宣怀) 其人者，与翁同龢交颇深。此时忽由上海来电，嘱翁同龢暂
缓此举，俟两星期彼抵京后，再为区处。翁得电，遽允其请，而垂成之局，乃从此破坏矣。⑥

但从官方的记载来看，容闳所说完全与实际情况不符。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盛宣怀奏《自

强大计折》，并附片建议开设银行。光绪帝谕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衙门、户部妥议具奏。十月初

七日，盛宣怀又奏请银行归商办。初八日光绪帝谕军机大臣等:“昨盛宣怀条陈，有请归商办之议。
如果办理合宜，洵于商务有益。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

权。”⑦十一月初二日，总理王大臣奕 等复奏妥议盛宣怀九月二十六日折片的意见，其中关于银

行，奕 等不过是重复光绪帝的谕旨:“至开设银行一节，业已奉旨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

招集股本，全力兴办矣。”⑧在奏折上署名的有奕 、世铎、翁同龢、李鸿藻、刚毅、钱应溥、奕劻、李鸿

章、荣禄、敬信、吴廷芬、张荫桓、麟书、立山、溥良、陈学棻等 16 人。在盛宣怀建议开设银行前，户部

并未奏办银行，也无朝廷批准之事，如经批准，部署初定，岂是盛宣怀的一个电报所能推翻? 所以容

闳的自述并不全是真实的历史，于此也得到了证明。 ［责任编辑 吕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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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容闳:《西学东渐记》，上海: 商务印书馆，1915 年，第 139—140、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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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s of selecting poems，highlightings，annota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writings as well． The highlightings
and annotations are the most critical parts． The comment of poetry collection is the direct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selectors，authors，and readers，which reflects the critical function of poetry col-
lection． As the comprehensive form of poetry collections，Qing poetry collection，collected and edited by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has highlightings and annotations in general，and critical remarks on poet-
ry． The Qing Scholars usually wrote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poems selected and edited in the collection to
share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thoughts． Meanwhile，when they collected and edited po-
ems，they also collected many readers' comments． That many readers participating in commenting on po-
ets and poems，therefore，is a special feature of Qing poetry collection． All in all，Qing poetry collection
is important document and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Qing poetics．
Key words: poetry of the Qing Dynasty; complete collection; criticism and comment of ci poetry; poeti-
cal criticism

Wang An-shi’s Choice between Officer and Hermit and
the Rational Aspect in His Writings

SHAO Ming-zhen
(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Wang An-shi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a famous political reformer devoted to the cause of
country． He had wished to obtain an official position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earnings and supporting his
family while he intended to retreat and take refuge as hermit． Between the options of to be an officer or a
hermit，he insisted that the choices to be judged by“Dao，”arguing that one should cultivate himself
while waiting for opportunity． This paradoxical attitude of“to be or not to be”endowed his writings with
a special sense of reason．
Key words: Wang An-shi; officer and hermit; paradox; rational

The Discrimination on Some Literatur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YE Shi-chang
( School of Economic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point out that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research work． There are some cases that errors are found in academic works or
papers． For example，Wei Yuan once wrote Wang Liu's name incorrectly． Such situation also occurred
recently． Some publication time of Zheng Guan-yiny's works introduced by himself is unture． Zheng re-
peatedly discussed the history of foreign silver dollar moving in China，but that is also inaccurate． Similar
examples exist in the other documents．
Key words: Wang Liu; Zheng Guan-ying; Ma Jian-zhong; Zhong Tian-wei; Rong Hong

The Transformation of“Dual Track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Innovation in Chinese Villages

ZHENG Wei-dong
(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 Fei Xiao-tong’s“dual track politics”is only an ideal type，and the“dual track politic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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